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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萍：他律、自律与“诚”——从日本人的道德
意识说起

李萍

    内容提要 道德的功能主要以如下两种方式体现：一个是他律的，一个是自 律的。前者强调

行为者之外的约束力量；后者注重行为者本身的因素。但是，在日本社会， 道德的经常表现

形式却是“诚”，它是一种介于自律与他律之间的“强制式自愿”力量。“ 诚”的存在使我们认识

到，道德的民族性差异仍然真切地、实际地影响着各个民族的社会生 活。
    关键词 诚 心情主义 道德意识
    
    恐怕没有其他概念能够比“道德”更贴近人们生活的了，故而有关道德的话题也就众说纷纭 。
有人把道德视为规范的集合，是一系列戒律的体现；有人把道德看作个人良心的自我外化 ，
无愧于己、无愧于心就是道德的了；还有人把道德理解成人与人之间的某种关系或作用， 即
可以对等交换的约定。这些认识都从不同方面反映了道德的功能，不同程度地揭示出道德 的
本质。我们认为，道德最根本的特性是它与人的相依不离性，但如何理解人，如何看待人 与
道德的相互关系，则会产生不同的理论分歧。如果主要强调道德与利益的相关性，将道德 的
根据放在自身之外的某种集团或社会的隐性或显性的力量，就是持他律的立场；如果主要 看
重道德与个体，特别是个体内在的信念的相关性，所取的就是自律的维度。这种差异不 仅体

现出理论视角的差异，而且常常与民族文化的特性相关；就是说，在长久的历史过程中 积淀

下来的传统文化生发出对道德所持有的特定倾向，例如，受到千余年基督教文化熏陶的 西方

社会就比较强调自律的道德观，而在主张德刑相辅、天人合一的儒家宗法文化内，则常 常容

易将道德视为他律的。与上述二者不同，日本传统文化虽然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但却

保留了浓厚的本土特色，在道德观上也持有明显区别于中国人的主张。日本人习惯于将 道德

理解为“诚”，一种非普遍的、相对性的或者说强制性自愿式的道德意识。
    
    日本人的心情主义
    “诚”是介于他律与自律之间的道德行为方式和评价态度。与他律道德不同的是，“诚”强 调当

事人的内省、克己和自肃；但又与自律有所区别，“诚”并非“法由己出”，而是针对 特定关系、

人群所做出的，所以不是普遍有效的。“诚”只产生于有某种缘分或承诺的人们 之间，如师生、

同事、朋友之间等。
    从性质上说，“诚”更接近于道德情感之类的因素，就是说，它包含了较多的情绪、情义性 内
容，认知、理性等层面的内容明显不足。一些日本学者将之归纳为“心情主义”。
    尾渡达雄在《伦理学与道德教育》[1]一书中指出，日本人的生活方式表现 为心情主义。心

情 主义就是去掉私心，在自己与他人之间自然而然地达到沟通，实现人与人之间整体的融

合。 在日语中，“善”与“洁净”、“恶”与“污浊”在词源上是相通的。古代日本人认为，肮 脏本身

就是恶意，洁净本身就是善心。但恶、罪与善、净又有所不同，是指外在、附着上去 的东

西，它们是非本原性的，因此，罪或恶主要不是内心或动机的问题，它们都可以通过禊 或祓

等仪式得到清除。这似乎不同于基督教的原罪观念，后者将罪或恶理解为某种实体性存在，而

日本人则将罪或恶看作可以清洗、涤除的附着物，肯定了人的努力的有效性，表现出 积极的

乐观主义。
    日本著名思想家相良亨在《传统伦理观的基调》[2]一文中提出，日本人的 传统伦理观的基

调 是重视心情的纯粹性。如果追溯日本人对伦理的自觉方式，就可以看出，把伦理做为客观

的 法则而加以追求的态度在日本并没有获得成熟发展，也没有构成日本人伦理观的基本内

容。 日本人在伦理方面的努力表现为求得主观的心情之纯粹性，这一倾向非常明显和普遍。

而且，日本人所孜孜以求的，不是针对表现为客观法则的伦理知识或道德意志，而是撇开一切



理论化、抽象化的心情纯粹性本身。
    相良亨还分析道，日本人的祖先最初所理解的伦理，就文献可知的方面看，是记纪和宣命等

古代典籍中体现出来的清明心。清就是指能看透水底般清澈的感觉；明就是源于太阳、没有

云彩、一望无际般明亮的感觉。“清明心”是古代日本人视为理想的追求，其原初意义可以 理解

为“正直的心”。像清流一样，向世人袒露出内心的底端；就像太阳的光芒没有云彩遮 挡一样，

看出他人的真心，换言之，透彻的清明心就是没有私[3]。日本人 还强调与美丽的大自 然融为

一体，在自然中获得生机，富有朝气地生活着。“清明”（或者说“光亮”）的反对 面是“阴暗”、
“污秽”（黑、浊、邪），这些又被视为“罪”，此外，妨碍构成自然美、具有生命力之作物的疾

病、害虫等也被视为罪。古代日本人就是这样用感官式的词汇来表达 人所应有的心情状态，

并构成了古代日本人伦理意识的表现形式。
    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当吸收外来文化时，日本人也是以自己的方式加以取舍，用本土的道

德意识同化、融合外来的道德观念。日本人引进了儒学、佛教，这些外来思想所提倡的伦理

学观点大多基于道或道理等抽象、共通观念。日本人却在基本伦理观点上顽强主张独特的心

情主义。今日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都信仰一神教，但日本人至今仍信奉多神教。日本人倾向

于让不同的神“和平共处”，既然同为神（释迦、耶稣、真主等都一样），就值得尊奉。所 有的

神都是同类的，重要的是信徒们所采取的行动和对待方式。儒学传入日本后，对日本人 的精

神产生的最重要影响是，使日本人认识到存在着现实社会中人所应践行的伦理。在这之 前，

日本的道德观念淹没在神道祭祀和村落社会的习俗之中。它们大多是由神话系统的天皇 观念

和血亲关系的成员互助意识所构成。而儒学宣扬的是不同于“情”的“理”，但日本儒 学者却将中

国儒学，特别是朱子学的主敬说逐渐地改造为主诚说。“敬”指正威仪的仪表和 攻心中之敌的意

志，“诚”则强调对主君的忠诚和对信念的服膺，受到主诚说影响的武士们 成为了日后倒幕运动

的主力，也成为明治政府主导者。
    中世的日本人，也有行为应遵循客观道理之类的东西，但是，这些道理实际上可以理解为就

是先使主观的心情变得无私之后表现出来的、此时此地应遵循的道理。所以，讲道理的问题

仍然成为了具体地对道理的感觉问题，又被还原成了心情的存在方式。总之，日本人强调的

是与这些道理或道相吻合的、有生机的心情存在方式。“诚”常常被日本近代学者引申为“ 正
直”。他们大多不强调仁、孝，而主要关注诚、正直、忠等概念。“正直”指以应当的态 度，对

面临的事件、事情所具有的是非善恶表现出直观的觉悟。正直不只是知性的直观或情 的感

受，它还包含了利用当下感受到的心境进行行动的能力。正直有时又可以叫“朴素”，它导致了

日本人重视人伦关系、力求在人伦关系中与他人达成心情融合的行为方式。
    然而，心情主义也有缺陷。它容易陷入非逻辑、非客观的境地。如果行为者主观上要做恶，

就会产生自以为是的心理满足，即便出于纯粹的动机，是当事人以真心而行动的行为，但从行

为的手段、方法及结果来看，仍然不能被接受。心情主义直接导致这样的简便思想：只要动机

善，一切都可以被允许，结果怎样都不重要。日本社会中的溺爱思想（甘え的思想）、至诚可

以感动天的动机论都是这类观念产物。显然，，所有民族的文化，都既有长处，也有短处，长

处与短处是内在相关的，互为一体的。如果要舍弃其短处，恐怕长处也会被扼杀。在长处、短

处互为一体的关系中，形成了每个民族的个性。日本人的道德意识中恐怕就包含了这样的双重

方面，我们应对此有清醒认识。
    
    “诚”的道理内涵
    从一般意义上说，构成人们行为的约束力量主要两类：一是自律的内在良心，包括信仰、信

念以及社会普遍要求的内化。对行为者而言，做或不做的理由在于自己的主动认知和内在根

据；另一类是他律性的外在规范，包括他人的监督、规劝，这对行为者来说，做与不做的理由

不由己出，而是因为他人的赞扬或贬斥。从伦理学角度分析，出于自律的行为由于是积极的、

内在的，具有深刻、执著、自主选择等特征，受到了鼓励；相反，出于他律的行为表明行为者

尚没有达到主观接受的程序，与社会规范保持相当距离，表现出消极、被动，处于相对较低的

道德境界。但是，在日本文化中，“诚”却很难简单地归结为自律或他律中的任何一种，“诚”是
介于二者之间的道德意识表现形式。
    在日语中，有两类“诚”。一是“真诚”、“忠诚”这样的词，它源于中文，与汉语的字义相同，



指所做的事与本心的符合。另一个是“诚”，它是和语，即日本原有的词，指对有特定关系的对

象所尽的的义务。这种“诚”是相对的，而且其内容不在行为，而在心迹，即“诚心诚意”。具体

地说，一个日本人的“诚”，不是普遍适用于一切人或对象的，而是针对他所属的集团或对他有

恩之人，如他的老师、上司、同事等。我们在此文中所讲到的“诚”就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的。
    “诚心诚意”体现了一种注重主观精神的倾向，这似乎与朴素的宗教情感有关，事实上，有许

多人在直观上也感受到，日本人乃至不少日本的经营者、工作人员似乎具有某种宗教式的虔诚

态度。不过，这种宗教不是西方的基督教，而是东方的佛教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禅宗。一些日本

经营者甚至还亲临禅宗的寺庙修行、静心。京陶公司的创始人稻盛和夫在1996年胃癌手术后，

到监济宗妙心寺派所属的圆富寺出家，接受了“接心”的修行，据说内心受到很大的震动，能够

处处看到他人和自己日常行为中的“心动”，即达到了以天地之心面对万物的澄明境地。不过，

他最终没有成为真正的高僧，而是再度回到公司，并以自身的经历和体会教诲年轻人。
    “诚”也可以体现在对有恩于己的人的报答上。例如，阪神大地震后不久，本部在大阪的某 信
用合作社，向受灾者提供5万日元的无期限紧急贷款，不计利息，无需担保，而且也不要 保证

人，只将本人的名字和联络地址写下便可。一年过后，其中80%的人未经催促就将贷款 全部还

回。这些日本人感到该信用社救人之难，且又表现出对自己的高度信任，自己也应做 出守信

的行为以回报。显然，“诚”的约束也可以具有非常强烈的行为力量。
    “诚”还可以表现在企业与企业的关系上。在日本，相关企业或企业系列内，隐含契约而 非正

式的、成文契约主导着各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人们的行为更多地基于长期交易关 系所

形成的相互信任。例如，大企业与下承包企业所结成的稳定而持久的关系，依靠的就不 是成

文契约，而是不成文的惯例，即日本特有的“商习惯”。其内容主要取决于双方的交易 频率、交

易的保持时间、交往的历史及相互的信任程度等等。核心企业与中小企业在交易过 程中，不

仅要考虑到经济原则和短期利益，也要考虑到“商习惯”。“据大阪府承包企业振 兴协 会1986年
对1700个会员企业的调查，大多数下承包企业并不与母企业签订基本契约，其主要 理由是‘因
为有交易习惯’，作此回答的企业占未签订企业总数的931%。甚至还有316% 的下承包企业在

接受订货时并未签订订货合同或接到订货单。他们只是根据口头约定（包括 电话）或便条通

知等，而没有采取据以防止纠纷的书面交易记录形式。即使如此，他们与母 企业之间发生纠

纷的现象仍然是非常少的。”[4]
    “商习惯”的最大优势就是实现了事前的帕累托最优，降低了各种类型的代理人成本，缓解 了
市场经济固有的缺陷。但它的劣势也正在此，以隐含契约为基础的日本模式在实现了交易 方
式灵活性的同时，却带来了另一种负面效应：某种程度上的不稳定以及封闭性。对一个没有情

感联系和交易经历的外国企业来说尤其如此。这些惯例难以被外国企业所习得，因此，他们就

很难打入日本市场。这些缺乏公开、透明操作规则的“商习惯”正是日本企业国际化 的极大阻

力，也因此常常受到来自欧美等贸易伙伴的指责。
    这就难怪“西方人经常为日本人所说的‘真诚’所疑惑，因为对于日本人来说，‘真诚’并 不是坦

率地说实话，而是许多种意识的一种复合体。它最根本的一点就是：真诚的人，就是从不冒犯

别人的人（除非他想直接向别人挑衅）或者，换句话说，就是那种力求协调各种关 系的人，

那些言行举止都要认真考虑后果的人。”[5]
    “诚”强调心迹，因此“诚”的体现就不能完全是可视的外在形式。日本人发明的“腹艺” 就是体

现“诚”的最好方式。日本人认为腹艺是人际交流的最高形式。一个人有问题要问或 有求于人

时，他是不能或不愿意先开口的，他仅仅只是摆出一些建议。他要求于对方的东西 越多，他

的建议就越含糊不清。同样，他的朋友也不会感到有要对方直接进行解释的必要， 他是靠自

己的直觉了解到这一点的。
    日本人强调以心传心、心照不宣的表达方式。日本著名的民俗学家柳田国男在他的著作中提

出，在日本国民的生活中，饶舌是被人歧视的，相反，默默地工作被视为一种美德。日本女

人所欣赏的男人是这样的：话不多，说出的话却很有分量，踏实工作，任劳任怨，感情不外

露，体现在对你的细微关心上。据说，日本人对直率、直截了当的措辞总存有一种抗拒心理

，表达请求时，也常常使用间接的、婉转的方式，或者大量使用省略语，只是表明自己的希

望，却将对对方的请求省略掉。如说“我想请教您，但是……”（教えてほしいんですけど ……）

或者使用的助动词不达意，如“稍稍请教您一下，可以吗？”（ちょっと教えて頂けないんで しょう



か）总之，日本人在交谈时，十分强调措辞，好的措辞要充分考虑能否使听者产生愉快的感

觉，对此不仅要避免使用命令式或过于直接的词语，而且还要不断观察对方的表情来修正自己

下面将要说出的议论。
    “诚”也可能导致某种不确定性的道德困惑，正如有人所指出的，日本人的道德意识中缺乏普

遍一致的道德原则，主要强调因人因事而分别采取的当下考虑，艰即对当事人的具体心境的体

察，这就是日本人所说的“平衡感”。面对道德冲突时，也大多取“美的方式”对待，即以形式、

程序的合法性取代内容、过程本身的道德性追问。此外，回避实质的道德原则，以敷衍了事的

方式应付道德问题也是常见的倾向。
    曾经有日本学者主张，通过扩充日本式的“诚”，就可以达到人类社会的“和”，以实现国 际社

会的和平。但这是很难行得通的。因为日本人的“诚”有别于现代交往理论，“诚”不 是建立在普

遍的、公开的规范原则基础上，在日本人看来，“诚”针对的是自己所属的集团 ，是相对的；而

现代交往理论强调的是通过话语，获得所有相关者的赞同，实现理解与相互 理解。“诚”不可能

提供公共适用的对话、交流的情境，在不相识的人们之间，相互的理解 几乎难以企及。此

外，在某一共同体中，成员间的“诚”是深度的、相互牵涉的，但是，要 在全体人类成员中形成

如此深度的交流，成本相当高，恐怕是无法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开的。
    
    日本人的道德意识特征
    明治维新后，随着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的兴起，道德成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通过“修身” 这
样的课程强制灌输给甚至是少儿的日本国民。因此，二战后，不少日本人在拒斥战时强制 思
想的同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连“道德”这样的词句也不愿提及。50年代中期以后 ，首先

由一些注重传统文化、强调恢复国民自信和社会秩序、来自地方的右翼分子提出了“ 加强道德

教育”的呼声。
    那么，日本人所理解的“道德”是什么？他们希望哪些优良道德传统在新时代继续得到发扬 ？
这两个问题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前一个问题反映了日本人在道德问题上的集体无意识， 是
民族文化、价值观念的自然流露和显现；而后一个问题则因与民族主义、现代化等政治目 标
相关，成为被人关注的“他在”对象，也经常演变为敏感的政治话题。例如在日本的中小 学德育

大纲和行为规范中，充斥了许多地缘政治的烙印。我们必须厘清这两个问题的不同， 从历史

及其流变过程中发掘构成日本人道德意识的底蕴，即由心情主义所衍生出来的各种行 为方式

及观念。
    “恩”与“义理”是日本人道德意识的重要内容。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认为，儿童阶段 子女

从母亲那得到的庇护、关爱是“恩”的源头，做为报恩而结成终身的情义，就构成了“ 恩”的伦

理。《日本灵异记》中就有许多关于报恩的故事，宣扬了与恩相关的伦理信条。 “义理”是对

恩、恩情的回报，特别是当施恩者并不在意时仍然一如既往地回报的情况。如 果说“恩”是情绪

化、情感性的话，义理则是义务的、理性的内容。“义理”不是交换，而 是立下契约之后的履

行，获得赠物之后的答谢，常常有时间上的延滞，是一种无期限的长久约定。
    “信任”是日本人道德意识的又一个内容。在思想史上，日本人并未认真讨论过人性善或人 性
恶的问题，他们不强调对人性的抽象把握，而对人性持本然、自然的态度。因某种缘分（ 如
同学、同事等）而结识后，就会建立起码的信任。随着交往、了解的增多，信任也会加重 。
但是，一旦对方因某事做出失信或不合常规的处理，对他（她）的信任就会荡然无存。同

样，一般地说，日本人不太愿意在许多人集中的会议上对某人的细小问题进行争论，也不会

追究别人行动中的详细过程，因为他们强调要让他人产生被信赖的心理。对他人的言行过分

挑剔，就显得很不成熟，相信对方，对方就会相信我们，并表现出足够的自觉性。但如果一

旦有事实表明对方不能被信赖，那就必须在所有方面、在一切细节上对他的所作所为进行充

分议论、确认，对他就应像对待未成年的小孩一样处处留心。
    由意识到“他人的眼目”的存在而产生的顾虑、约束，也是日本人中最常见的道德意识表现 。
日本人经常关心的问题是：周围的人怎样评价我？他们如何看待我的行为？日本人在很多 时
候、很多方面都非常在意身边他人的态度，这样的思虑成为了自我约束、“自肃”（即日 本人

的“自律”）的根源。在主张个体、尊重个性、强调内省自觉的欧美人看来，在意他人 的评价的

人是缺乏主体性的，但是，对于不得不经营与朋友、同事一体化了的生活、重视与 他人的有



机联系的普通日本人而言，顾及他人对自己的态度却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不少日 本人相

信，正是因为如此，才能实际地确立自己的立场和自己应发挥的作用。
    不少日本人对政治家、政客的评价非常低，他们常说“政治家都是伦理观念低的人”，或者 说
“伦理观念低的人都当了政治家”。这当然是戏言，有夸大之嫌，但是，无论是日本人还是 外国

人大都感到在日本人中存在非常明显的“道德鸿沟”。一些普通的日本人有很强的自律 、节制意

识，并能顾及他人、帮助他人；另一些日本人，如某些官员们，则推委责任、坐享 其成 等。

然而，所谓道德意识低的官员也往往是由日本人自己经过民主程序、投票选出的。从中 折射

出这样一个问题：为数不少的日本人对恶的警觉过于软弱、模糊，而仅仅个人的洁身自 好并

不能自动地影响他人，少数不良之徒就会在“沉默的大多数”眼皮下产生。事实上，近 十几年

来，在日本国民中，特别是城市的中青年中，出现了严重的“远离政治”的倾向，表 现为选举时

的极低投票率、人们平日里对政治事务漠不关心、不愿介入政治讨论中等。这些 也都反映出

工业化之后大众化、都市化的生活方式对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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